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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夫婦之間》：文學的規訓與懲罰*

宋學清

［提　 要］ 　 蕭也牧的一生最後以悲劇收場，他的命運被緊緊拴在《我們夫婦之間》這部作品上，因

它而聲名鵲起，也因它而陷入困境。 可以說，蕭也牧和他的《我們夫婦之間》已經成為新中國一個重

要的文學事件。 對於新中國第一位被大規模批判的作家，不僅需要回到歷史的現場還原“蕭也牧事

件”的全貌，更需要在歷史的原點上，回歸原典重新認識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 可以從寫什麼、

怎麼寫、為誰寫等三個方面重新闡釋《我們夫婦之間》，以確定對蕭也牧批判的原因和目的，及其對

新中國文學創作產生的深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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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其開創性和重要性日益得到學

界的普遍認可。 《我們夫婦之間》被認為是“解放後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說”，同時它也被

認為是建國後第一篇產生熱烈反響的短篇小說。 但是，隨着對蕭也牧和《我們夫婦之間》集中、激
烈的批評，乃至“出圈”的批判，蕭也牧又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挨棍子的作家”，①“新中國成

立後第一個被批判的作家”。②這場批判運動也被定義為“共和國文壇的第一場運動”，③由此拉開

了新中國知識分子改造的宏大序幕，成為“十七年文學”批判的開始，④為其後的文學批判和知識分

子改造運動奠定了基調。
嚴格來說，蕭也牧和《我們夫婦之間》並不是新中國第一個受批判的作家和作品，趙樹理的《金

鎖》、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電影《武訓傳》等，包括同期朱定的《關連長》、路翎的《窪地上

的“戰役”》、秦兆陽的《改造》，以及被稱為電影《我們夫婦之間》姊妹篇的《夫婦進行曲》等都在批

判行列，合理的說法應該是“蕭也牧是建國後第一個被大規模批判的作家”。⑤新中國文壇也正是通

過對蕭也牧高密度、高強度的文學批判，最終實現了對知識分子和中國文學的規訓和改造，這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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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方式不僅僅影響到蕭也牧的文學創作，也影響到中國城市文學的發展，包括中國文學對於城市的

想象，以及中國文學創作的個人化書寫問題，進而對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方向都產生了深遠的

影響。
1956 年，周揚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上的發言指出：“文學藝術從來是思想鬥爭的重要

部門。”⑥因為文學藝術是思想鬥爭較為集中的領域，所以對文學藝術的規約就顯得極為重要，而文

藝界採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批判，甚至是跨越文學的“出圈式”批判，進而通過文學的批判實現文學

的規約。 文學批判習慣性的越界，經常使文學批評遠離文學，失去分寸，把“錯誤提高到不應有的

高度”，加諸“莫須有”的罪名，甚至污蔑人格，⑦從而造成對作家的深度傷害。 蕭也牧的悲劇正是

“出圈式”文學批判的結果，李潔非不無惋惜地指出：“從 1951 年至 1970 年，十九年的指責、白眼、
迫害，直至慘死；所有這一切，只是因為一篇大約 14,000 字的小說。”⑧今天我們再次反觀蕭也牧和

他的《我們夫婦之間》，則需要思考幾個問題：歷史為什麼會選擇蕭也牧？ 《我們夫婦之間》究竟存

在哪些問題？ 對蕭也牧和《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 對這

些問題的破解，首先需要以文本細讀為基礎，在歷時性與共識性的坐標軸內，將文學的內部研究與

外部研究相結合，避免研究的偏頗甚至失之於情感化的判斷。

一、折翼的城市文學：被污名化的城市與被規約的文學

就文學分類而言，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屬於城市文學，王彬彬認為它“可能是‘當代’最早

觸及‘城市生活’和‘城市問題’的小說”。⑨一方面，它表現的是城市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它具有

問題小說的意識。 1949 年 3 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
“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 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了城

市。”⑩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的轉移，必然引發文學由鄉村向城市的轉移，蕭也牧敏銳地把握住黨的

工作重心的轉變，進而創作出新中國第一部城市文學作品。 《我們夫婦之間》之於中國文學，具有

一定的開創性，它表現了新中國、新城市的新生活，着重描寫了城市家庭裡雞毛蒜皮的日常生活，涉
及衣、食、住、行、娛樂、工作，乃至帶孩子等各種生活細節，具體而細微。 小說幾乎沒有核心事件和

線性故事，保姆被冤枉和毆打乞兒算是小說的“重要事件”，但它們更多用於表現妻子張同志的優

良品質，反襯“我”的“小”，功能性大於故事性。
從小說中城市生活細節的描寫，我們可以發現蕭也牧對於城市生活的熟悉，這與大部分“進

城”的農村幹部不同，對於他們來說“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而蕭也牧不是來自農村的

幹部，是從城市來到農村參加革命的幹部。 “返城”的蕭也牧雖然對新中國正在改造的舊城市充滿

了陌生感，但是對曾經的城市日常生活還是相對熟悉的，正如小說中的李克一般，熟悉城市生活但

不熟悉新城市的新革命工作。 1938 年 1 月，蕭也牧來到晉察冀邊區參加革命工作，1949 年重新進

城來到天津工作，1950 年又到北京進入團中央宣傳部工作。 離開城市十餘年的蕭也牧，對於自己

的文學創作也存在一定的困惑。 他曾對朋友康濯自我檢討過，如康濯所記，“在鬥爭中熟悉的生

活，竟然沒怎麼寫；而近年寫出的一些起着壞影響的作品，卻都是他不大熟悉的生活”。熟悉解放

區革命工作的蕭也牧沒有創作出優秀作品，來到北京後雖然也打算“寫關於抗日戰爭和土地改革”
此類“自以為生活也熟悉”的小說，但是“一動手，不論題材、人物、生活，都顯得很生疏……終究寫

不出來”。而對於“不大熟悉”的城市，蕭也牧卻如魚得水，先後創作出《我們夫婦之間》和《海河邊

上》等影響極大的小說。 由此可見，蕭也牧真正熟悉的還是城市生活，暫且不論他的城市文學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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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壞影響”，他對城市生活的描寫就更顯得心應手。
但是，熟悉城市生活的蕭也牧在創作《我們夫婦之間》時還是充滿了警惕，他對城市有意表現

出一種不信任，甚至將城市污名化。 小說中的李克如同蕭也牧一般，“離開大城市已經有十二年的

歲月”，但是北京城內的高樓大廈、絲織的窗簾、有花的地毯、沙發、街道、霓虹燈、舞廳的爵士樂等

等一切的城市符號，對於他來說還是那麼的熟悉。 大城市如同一塊試金石，很快將李克曾經作為小

市民的自私、怯懦、油滑都誘發出來，榨出進城知識分子內心隱秘的“小”。 在李克身上，蕭也牧極

力隱藏起對城市的熱情，甚至將城市視為藏污納垢之所，不斷誘惑那些進城的革命幹部。 且借助張

同志的眼睛，看到城市裡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男人頭上抹油，女人冷天露腿，毛兒朝外翻着穿皮衣，
口紅塗得像吃了死老鼠，頭髮燙得像草雞窩，瘦小孩蹬三輪拉着個大胖子，由此質疑“他們幹活也

不？ 那來那麼多的錢？”這位出身農村的堅定革命者，從未“離開過深山、大溝和沙漠”，進城後

“伴隨着不熟悉的是不信任”，心懷改造舊城市、建設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堅決與城市、城裡人、城
市文化做鬥爭。 張同志與城市的不兼容、不和諧，在小說中表現出一種來自鄉土的正義，雖然進了

城市，但是革命的根基和底色不能丟掉。
薄一波曾指出：“我們黨誕生在城市，但後來長期生活、戰鬥在鄉村，許多同志不熟悉城市工

作，還有一些同志難免用一種小生產者的觀點去看待城市。”對於城市的污名化本身就是“一種小

生產者的觀點”，代表着農村即正義、城市即罪惡的二元對立觀點，這也是柳青《創業史》中梁生寶

聽到徐改霞凖備進城進工廠時莫名惱怒的一個原因。 同樣是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在農村與進城市，
卻成為判斷一個人品質的標凖。 城市的污名化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是較為普遍的一種現象，而被

污名化的城市，又如何能成為新中國文學的主要表現對象呢？ 事實上，它更容易成為被改造的

對象。
即使蕭也牧做出很多努力，但是《我們夫婦之間》仍然被認為“脫離生活”又“脫離政治”。這

主要集中於兩大方面：一是描寫了瑣碎庸俗的日常生活，而沒有表現城市改造過程中轟轟烈烈的工

業建設和鬥爭生活；二是描寫了一位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的工農幹部形象，沒有去描寫那些能夠掌握

政策的共產黨幹部形象，沒有“正確地表現新的社會，新的人物，特別是共產黨員幹部的生活”。

在《我們夫婦之間》中，蕭也牧試圖“通過一些日常生活瑣事，來表現一個新的人物”，只是這

個“新的人物”不是工農幹部張同志，而是知識分子李克，進城後渾身都是問題的李克更符合城市

新人形象。 李克和張同志在消費觀、審美觀和生活理念等方面表現出來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家庭生

活中，生活成為目的，工作成為手段。 工作在小說中始終處於隱筆，所有的矛盾都從生活中來，也消

弭於生活。 而夫妻間的最終和解，也是因為張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錯誤，給夫妻二人友好交流提供了

可能，工作成為生活的手段和背景。 在聚焦於城市改造與工業建設的新中國，這無疑是一種“異
端”，當時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大多數人無法過上李克的生活。 如果人們都放棄集體主義的奉獻精

神，而去追求個體主義的私人生活，對於新政權來說或許是一場災難。 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的文學作

品中，人物普遍主要以工作和勞動作為目的，而生活不過是手段，例如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
他幾乎沒有個人生活，他與徐改霞間的愛情也要服從於農村建設和農業勞動。

就此而言，作為新中國第一部城市文學的《我們夫婦之間》，絕不是如同部分學者認為的那般

簡單：“在主題和題材上毫無問題，關鍵是寫法；假如變換寫法，敘述人變成‘我妻’張同志，這篇小

說就是地地道道的主流作品。”真若如此簡單，蕭也牧也不會自嘲：“除非要把所有的字句全部刪

去，才能不見到它的錯誤的痕跡。”城市文學中的日常生活敘事不是問題的本質，恰如當時部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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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家提出的那樣：“《我們夫婦之間》，所描寫的是一件很平凡的事……雖然不是轟轟烈烈的事情，
但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即使到了今天，這種判斷同樣有效，問題在於文學對於日常生活的態度，
是將其作為目的還是手段，這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評判標凖。

學界對於文本內的李克與文本外的蕭也牧的批判，最終改變了城市文學的質地，被壓抑的作

家、城市、城市新人與日常生活，使被污名化的城市難以成為文學表現的核心對象。 將勞動與工作

置於生活之上的文學邏輯，也最終將城市文學推向“工業題材文學”，走出城市家庭日常生活的小

敘事，建構起城市工業建設的宏大敘事，也改變了被污名化的城市。 對於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
的文學批判，中斷了蕭也牧的文學生涯，也規約了城市文學的發展方向，而最終指向的是對進城知

識分子的精神改造。

二、文學的集體發聲：被壓抑的個人化寫作與文學自敘傳

《我們夫婦之間》遭受批判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蕭也牧採用了個人化寫作方式。 他更為關注

個體的感受，着重描寫個人的心理活動，這與注重集體利益的整個時代相悖。 尤其是當文本外的蕭

也牧與文本內的李克發生重合時，對其批判就更顯激烈，也迅速脫離了文學領域，進入社會層面的

批判。
《我們夫婦之間》主要以蕭也牧和妻子李威作為文學原型。 蕭也牧和李克同樣離開城市 12

年，蕭也牧與李威是 1943 年認識，1946 年結婚，1949 年一起進了天津。 而根據李屹的推算，李克和

張同志應該也是在 1946 年結婚，1948 年秋一起調往抬頭灣山村工作，1949 年共同進京，在行蹤

軌跡上極為接近。 在消費觀上，蕭也牧和李克也有諸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喜歡享受生活、熱衷物質

消費，進城後的蕭也牧工資待遇比較高，“加上他稿費多，花錢大手大腳，經常下館子吃飯”。小說

中李克和張同志的第一次衝突，正是源於李克的一筆稿費，李克私藏稿費，計劃着美好的消費生活，
而張同志則將稿費郵寄給遭受水災的鄉下家人。 小說中的張同志，與李威一樣都是 15 歲參加革

命，在軍火工廠做工，都曾因為工作努力成為“勞動英雄”。 進城後的李威任北京市總工會婦女部

部長，後因蕭也牧牽連調到同仁堂任人事科科長，後又調到崇文區。 張同志為人耿直、充滿正義，在
處理保姆小娟被誤會偷表事件和舞廳衝突事件中可見一斑。 張同志的出身和革命經歷又讓她顯得

相對急躁、粗魯，養成了“雞巴”、“他媽的”等口頭禪，處理問題也簡單粗暴，缺乏技巧。
李克與張同志進城後，因為性格、工作等問題不斷發生矛盾衝突，但是這並未嚴重影響夫妻感

情。 張同志因為擔心李克的胃病為他打毛背心的情節，讓李克與讀者都感受到了溫暖。 對於這一

情節，李威曾對江曉天說過：“老江同志，你不要聽他的，盡胡扯瞎編。 我關心他的胃病是真的，可
沒有給他織過毛背心。 1946 年，我買了三斤駝毛，擰線還是他教我的。 線還沒有擰完，就趕上張家

口大撤退，他把什麼都丟了，連命幾乎沒有逃出來，還毛線哩！”由此可見，作為李克夫婦感情見證

的毛背心事件，也與蕭也牧夫婦間的真實經歷有關，這也踐行了蕭也牧“真事假說”的敘事原則。
從《我們夫婦之間》對於李克與張同志關係的處理來看，也較為符合蕭也牧和李威的真實情況，雖
然有矛盾但是感情甚篤，可以成為彼此在生活和工作上的依靠。 從現有資料來看，蕭也牧與李威夫

妻感情也一直很好。 蕭也牧在 1969 年下放之前向妻子託付後事，看到頹喪的蕭也牧，不放心的李

威特地派三兒子吳家剛陪同父親。 在蕭也牧被迫害致死後，李威頂着政治壓力奔赴勞教農場討還

公道，為了蕭也牧的冤案，李威獨自帶着孩子奔走多年。

在《我們夫婦之間》的創作過程中，蕭也牧投入了太多個人化的情感與情節，以至於小說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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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很多讀者都將李克視為蕭也牧，將小說視為蕭也牧的自敘傳。 在蕭也牧剛調到中青社時，很多

編輯也都認為“這位大作家也許就是這篇挨批作品中的主人翁李克”，甚至於當年刊發《我們夫婦

之間》的編輯秦兆陽，在事隔幾十年之後還會因為“小說是用第一人稱寫的，而且給人以非常真切

的感覺”，而認為蕭也牧和李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 根據李威和當年同事江曉天的回憶，蕭也牧

之所以創作《我們夫婦之間》，主要是因為有兩個熟人兼戰友，進城後都與工農出身的妻子離婚，轉
而娶了女大學生。幹部進城後掀起的離婚潮在當時較為普遍，對此蕭也牧極為看不慣。 因此小說

的故事是編造的，但“人物卻真是有模特兒的”，只是在小說刊出後，“模特兒”變成了蕭也牧本

人。 對於這一現象，李威曾解釋：“小說中的李克雖不是寫他自己，但確實有不少生活素材是取自

我倆共同的經歷。”

無論以誰作為原型，蕭也牧最終還是將自己寫進了小說，這種個人化寫作方式與他長期從事的

工作不無關係。 蕭也牧在解放區一直從事宣傳工作，先後在《救國報》、《前衛報》、《工人報》、《時
代青年》等報刊擔任編輯出版工作，新聞工作導致蕭也牧小說創作“取材大半是真人真事，略加取

捨，很少加工”。這在他前期創作的《退租》、《識字的故事》、《羊圈夜話》、《北瓜》、《楊六十二》、
《站長》、《追契》、《沙城堡的故事》、《貨郎》、《富得榮還鄉》、《黃昏》、《秋葵》、《連綿的細雨》、《山
村紀事》等作品中都有所體現，康濯就曾指出蕭也牧小說中的“滹沱河、胭脂河以及大黑山、不老

樹、葫蘆溝等地，簡直就像我們共同的第二故鄉”。據康濯回憶，蕭也牧的小說《連綿的細雨》、《追
契》、《退租》、《識字的故事》、《貨郎》、《我和老何》等作品，都有他們共同生活經歷的原型，依據自

己的事實生活進行文學改編，幾乎成為蕭也牧小說創作的一種慣性、一個原則。
蕭也牧最終還是在《我們夫婦之間》裡“把自己寫進去了”。小說採用的第一人稱敘事，增強

了小說的自敘傳色彩。 第一人稱敘事“不只是一種敘事人稱的多樣化或者謀篇布局的小技巧，而
是一種觀察人物、思考問題、構思情節乃至敘事故事的特殊視角”。小說敘事人稱的變化往往涉及

敘事視角，視角問題又涉及敘述者與故事之間的關係。 敘述者與故事之間的關係，在熱拉爾·熱奈

特看來主要有兩種：“一類是敘述者不在他講的故事中出現”，這被稱為“異故事”；“另一類是敘述

者作為人物在他講的故事中出現”，這被稱為“同故事”。第一人稱敘事作為一種“內焦點敘事”使
敘事者等同於故事中的人物，也就是所謂的“同故事”，在“同故事”中第一人稱可以作為配角講述

他人的故事，也可以作為主角講述“我”自己的故事。 《我們夫婦之間》的第一人稱敘事，採用的是

以“我”去講述“我”自己的故事，李克作為主角講述自己的故事，只是在小說中沒有完整的線性故

事，那些日常生活中雞毛蒜皮的瑣事之所以能夠被整合在一起，主要因為作為敘述者的李克。 這也

是小說第一人稱敘事方式的一大優勢，可以將那些零散的、不連貫的故事聚合在一起，使它們成為

一個整體。
從《我們夫婦之間》可以看到，它不是以“情節線”而是以“情緒線”來組織小說。 李克對妻子

張同志的情感變化構成了小說的基本推動力，比如：“我”最開始認為，第一次進城的張同志應該比

自己更興奮，但是二人之間關於城市的討論不歡而散；“我”發現妻子不僅在語言上而且在行動中

也與城市不合拍，於是有了夫妻下飯鋪的衝突；“我”發現妻子並不改變，於是有了關於抽紙煙話題

的衝突；當“我”發現張同志越來越明顯的狹隘、保守、固執之後，發生了稿費盜用的衝突；當“我”發
現“我們”之間的感情、愛好、趣味差距這樣大的時候，發生了保姆小娟被冤枉的事件；在“我”有點

感動，覺得妻子是一個倔強的人之際，發生了張同志干預舞廳衝突事件；在“我”開始反思“我們”之
間的關係和矛盾之時，張同志因為工作失誤找到李克深入交流溝通。 整部小說都被李克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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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串聯起來，實現了“以敘述者的主觀感受來安排故事發展的節奏，並決定敘述的輕重緩急”，使
這部第一人稱敘事的小說“真正擺脫‘故事’的束縛，得以突出作家的審美體驗”。

蕭也牧採用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更易於表達個人的情感，也使這部小說充滿了“小市民味”，
加入了一些“感情”，一些“新”的東西、“生動”的東西，“提高”了語言，提升了技巧，從而擺脫了解

放區小說枯燥、沒趣味、沒“人情味”的弊端。這種“新”的東西正是個人化的、甚至是私人化的東

西，它們更真實，更接近生活，但是卻失之於對宏大時代與歷史的把握。 學界對於蕭也牧的批判，終
結了五四文學以來冰心個人化寫作與郁達夫自敘傳的文學遺產，確定了作家作為集體發聲的創作

方式，小說的主人公也不再過多關注獨語的知識分子，而是落腳於積極參與新中國建設的作為集體

影像的工農兵。

三、文學的人民性立場：知識分子作家的規訓與被規訓

從讀者接受情況來看，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出現伊始便迅速引起轟動效應，《光明日報》
刊專文力推，二十多家地方報紙爭相轉載，包括一些地方黨報和團報，且很快被改編成話劇、電影、
連環畫等多種藝術形式。 從讀者群體的組成分析來看，蕭也牧的作品在學生中間較受歡迎，部分

專家學者和青年人也都很喜歡他的《我們夫婦之間》，甚至部分批判者最初也認為這是一部很

“好”的作品。 從這些接受群體可以發現，他們大部分是具有一定文化和文學修養的知識分子，能
夠接受城市文學，也能夠理解李克進城後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動。 即使在今天看來，這也是一次城

市小資產階級的審美契合。
對於這部作品，很多批判者都注意到了它的小資産階級傾向。 第一篇批判文章———陳湧的

《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開篇就指出《我們夫婦之間》和《海河邊上》所表現出來的“不健康的傾

向”，“實質上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中已經批判過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這種小

資產階級傾向被批判為“低級趣味”、“廉價趣味”，被認為是迎合了部分城市讀者，而這部分讀者主

要指向了城市小資產階級。 從蕭也牧的檢討文章《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來看，他確實是解放

區作家中少有的具有讀者意識的作家，他敏銳地意識到進城後讀者對象的變化，以及文學審美需求

的變化，且主動做出調整以適應城市讀者，迎合他們的審美趣味。
蕭也牧文學創作的讀者意識，就涉及新中國文學為誰寫的問題，這被看做考量作家基本文學立

場的重要問題。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中指出文藝“為什麼人

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文藝為誰服務，決定了文藝的性質，也決定了文藝的品

質。 解放區文藝主要為以工、農、兵為代表的人民大眾服務，這也是文學的“人民性”和“大眾化”提
出的一個重要原因，不斷強調人民大眾作為文藝創作的源泉、表現的主體、服務的對象。 但是在不

同的歷史階段，人民大眾的範圍在不斷變化，尤其是文藝的接受者也在發生變化。 在解放區文學階

段，“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幹部”；而進城後，人民大眾主要包括工

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既然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成為了無產階級文藝作品的主要接受

者，那麼《我們夫婦之間》的問題又出在哪裡呢？
1925 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將中國社會劃分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

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在革命中，小資產階級可以成為無產階級團結的

對象，但是二者只是合作關係，小資產階級無法成為革命的領導階級、同盟軍和主力，既不能在革命

中處於主導地位，也不能在文藝中佔據主流立場。 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文藝主要應該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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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兵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服務，但是“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

上。 ……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
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面”。由此看來，文藝可以為小資產階級服務，
但是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進行文藝創作，文藝為誰服務和站在誰的立場上，是兩個不同的

問題。 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因此，文藝應

該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為工農兵和小資產階級服務。
1949 年，丁玲在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嚴厲地指出，文藝工作者必須丟棄“小資產階級

的，一切屬於個人主義的肮髒的東西”，在這種氛圍下，更不要談小資產階級的文學立場了。 茅盾

認為，作家“在思想與生活上真正擺脫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而走向工農兵的立場、人民大眾的立場”，
是徹底解決文藝大眾化問題、文藝政治性與藝術性問題，以及作家主觀的強與弱、健康與不健康問

題的重要保證。新中國初期，對於文藝的小資產階級立場問題極為關注，甚至還曾引發了上海《文
匯報》從 1949 年 8 月至 11 月的大論爭。

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去書寫帶有明顯小資情調的故事，
滿足城市讀者而非工農兵的審美趣味。 在新中國初期的政治環境中，這一立場觸碰了《講話》精神

和延安方向的紅線，遭遇來自社會各界的全面批判也就並不意外。 關於敘述者兼主角李克，小說開

篇便明確交待了他“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的階級屬性，返城後他對城市符號的熟悉和興奮躍然紙

上，與貧農出身的張同志形成強烈反差。 進城後的李克喜歡下飯鋪、抽紙煙，有了稿費便計劃着買

皮鞋、看電影、吃“冰其林”，一有空就喜歡參加舞會，這就是李克的“新生活”。 對此丁玲直接指出：
“李克完全只像一個假裝改造過，卻又原形畢露的洋場少年。”在丁玲看來，李克是一個沒有被改

造好的知識分子，一旦進入城市，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便暴露出小資產階級的原形，即所謂的“洋
場少年”。 在解放區“假裝改造過”的李克與張同志並未產生矛盾，進城不久李克便對張同志產生

“農村觀點”和“土豹子”的鄙視，對她的節約、衣着、語言、形象和行為越來越不滿意，此時的李克已

經開始以小資產階級的視角去審視張同志，二者矛盾的根源在於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間的階級

矛盾。 李克的生活預期和對張同志的批評，依據的都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審美期待，脫離了底層人

民大眾的基本生活事實。 而小說又恰恰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李克作為敘述者，闡明他對城市

的人與物、是與非，尤其是對張同志的觀點。 雖然最後李克也向張同志做出誠摯的自我檢討，但是

小說卻並未從根本上質疑李克城市“新生活”認知的合理性。
在《我們夫婦之間》中，最讓當時的批評界難以接受的是，作為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李克沒

有被徹底改造，相反，堅定的無產階級幹部張同志卻被城市改造了。 張同志的“某些觀點和生活方

式”逐漸開始改變，能夠接受那些抹口紅、“草雞窩”頭的城市女性了。 在外表和語言上也開始發生

改變，服裝變得整潔起來，重要場合也能穿皮鞋了，“他媽的”、“雞巴”等口頭語也沒有了，見了生人

也顯得禮貌了。 最大的改變還在於能夠接受他人意見，主動認錯、知錯能改。 一直擔心李克被城市

改造的張同志自己終於被城市改造了，她被城市改造是李克和張同志間能夠和平交流、達成諒解的

重要前提，蕭也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在此得到極致的體現。 這是一種反向改造運動，凖
備改造知識分子和改造城市的無產階級，最終被知識分子和城市改造了。 毛澤東在《講話》中認為

“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但是“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

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雖然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存在問題，都需要改造，但是

農民的改造方向絕不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因為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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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乾淨”。工農兵和小資產階級在人民群眾內部的定位不同，決
定了二者間改造的力度和方向不同。 而《我們夫婦之間》卻將改造的重點放在農村出身的幹部身

上，改造的方向則是使其趨於城市小資產階級，相反，最需要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卻被淡

化了。
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指出：“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

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在當時被認為“是我國

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由此可見，知識分子的改造運

動對於中國文學和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性。 但是在知識分子改造尚未完成的歷史階段，在工農

兵正在謹防“糖衣炮彈”，避免被城市、資產階級腐化的特殊歷史時期，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卻
公開倡導工農兵的思想改造問題，這也恰恰表現出作為知識分子的蕭也牧並未完成自身的改造。

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最初階段，整個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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